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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票的杜仓法：朱票的哲学和他农村政策的关联

福谷彬＊

一、引言

宋代的哲学家中有很多同时也是政府官僚，他们通常重视现实政治和哲学境界两个方面，

他们的哲学是以现实政治为依据，而非空论，而现实政治又是哲学的实践，而非工作。 本稿

主要想通过比较朱票的社仓法和王安石的青苗法，以此考察他们在农村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

思想 。 由于朱嘉和王安石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他们的农村政策也成为救荒政策的模范，

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这两人的农村政策应该成为研究宋代士大夫的哲学和政策关联性的重要视

角 。 在进入本文前，笔者首先想就王安石的青苗法和朱嘉的社仓法进行简要地说明 。

北宋王安石推行新法中有一项名为青苗法。 他以《周礼》的记载为依据，排除旧法党的

反对，在世时获得一定成效。然而在他死后，新法党的后继者将青苗法视为榨取人民的工具。

北宋灭亡后，南宋人认为王安石新法为祸国殃民之法，因此废而不行，青苗法也由此消失。

南宋孝宗时，朱嘉倡言社仓法。朱嘉虽对王安石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但对青苗法还是某种程

度上给予了肯定。朱嘉以青苗法为基础为作社仓法。

二、王安石的青苗法和朱嘉的社仓法的区别

那么青苗法与社仓法区别何在昵？朱嘉本人说明如下： “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属

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毅，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

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恒忠利之心。” （《晦庵集》卷七十九《婪州金华

县社仓记》）

换言之，朱嘉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的失败原因主要如下有囚。

第一、贷给农民的是钱而不是粮。

第二、设置社仓的地点是在城镇而不是在乡村。

第三、社仓管理者是官吏而不是乡人士君子。

第四、办社仓的宗旨是给国家创收而不是救济穷困。

整理以上所说的内容，青苗法和社仓法的差别如下，见表 1 。

表 1 青苗法和社仓发的比较的表

青苗法 社仓法

借贷的东西 钱 半良

地点 城镇 乡村

责任者 官吏 乡里的士君子

目的 创收 救民

而且，青苗法和社仓发的运用方法和施行目的根本地不同 。 这个差别如下，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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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苗法和社仓法的运用图

王安石的青苗法的模式

政府

↑征收

朱嘉的社仓法的模式

社仓 | •| 设立新的社仓

贷款↓ ↑利息

社仓 | | 民众

贷款↓ ↑利息

民众

通过整理青茵法和社仓法的特征的工作，我们看到两个政策的鲜明地反对的倾向。直率

地说的话，青苗法是政府主体的制度，而社仓法是农村主体的制度，也可以说两个政策的差

别是“官营”和“民营”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把朱嘉指摘的青苗法的问题看作政府主体的

制度应该有的问题。那么，政府主体的制度应该有的问题是什么？

朱嘉在推行社仓法的峙候，他确实看到了青苗法弊病的要害。贷给农民钱或粮，表面上

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却不然。贷给农民钱是一般在春季，春季是粮价最高时。农民还贷款

时却是秋季，秋季是收粮价最低时。所以如果规定贷息是十分之二，实际上超过此数。贷钱

地点在城镇，离农民居住地远达数十里，农民为借款要跑一天路，增加了贷款成本。而另一

方面，官吏管理也难免仗势欺人。

如此，政府主体的制度往往和农村的生活实质不适合。由此，朱嘉在清楚认识王安石的

青苗法弊病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仓法。朱嘉的修改极其周密严谨，从理论上不容易指摘他政

策的问题点，青苗法的一切问题似乎都被克服了。然而实际施行社仓法的时候，却出现了其

他问题。朱嘉的再传弟子王柏说明如下。

“昔文公朱先生创社仓之法，犹可以补王政之缺。 一时则效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终

者，益不知守其两言。其奏请固曰：以乡之有行义者主之，官司不得与。后人忽此语，而二

病交相攻。及至于坏，哗然诋誓，无敢扶持” 。 （《鲁斋集》誉十二《题跋·跋里积约》）

又说： “社仓、广惠有名无实、有害无利”。 （《鲁斋集》拳十五《续杂著·皇极总图四》）

王柏分析了当时社仓的弊病，指出当时的社仓已经不是如朱嘉所规定的以无官的乡人为

主管。这个问题看来是运用上的问题，不是法律自身的问题。然而王柏也说到法律本身的问

题如下： “领以县官，主以案吏，各乡又非有德望之人为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聪命，苟且

逃责。”如此可知当峙朱嘉要求的贷米不贷钱的原则也己经被改变了： “昔之法也，先给以

米，贷以米，敛亦以米。今也不然，敛以钱，科以朵，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乐输哉。

价既不平，谷不时至，势必至于敷扰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产先被其害。”

甚至“又不以贷而以泉”。百姓无钱买， “积之既久，则化为浮埃腐士，反不如糟糠之鲜沽，

61 



62 

直不以人类待之矣。”有时虽用乡人主管，但“甘心任责者，率是豪霸之人，实时移易私用，

空其封锅，及至捡核，不过旋赂官吏”。出贷时“例行敷抑，或增会价，或添角斗面，或责以

上色之米，或有数十里担穷之费，犹云可也，有产者↑制自然恐后日之不给钱而臼敷米，如和

买罗绢之类”。 （《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

如上所述，南宋后期社仓己经完全形式化。官方虽表面上仍然打着朱嘉的旗号，而实际

的执行情况却已经与朱嘉的社仓法完全不同。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应当从朱嘉社仓法本身寻

找。如前所述，朱嘉社仓法的第一特色是民间经营。社仓法的运用把肩负领导村民责任的领

导者的存在作为前提。然而当时的普通农民并没有意愿成为这样的人。而另一方面，官吏却

想趁机扩充自己的权利，由此社仓的“民营”的原则逐步变成了“官营”。

三、从对民众的观点来看王安石和朱嘉的区别

1 、王安石“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的看法

如上，笔者考察了王安石和朱惠的农村政策的区别。下面，笔者将从两人的经书解释中

考察两者的统治思想。

首先是王安石。王安石以《周礼》的记载为根据实施政治改革，这是非常有名的。

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说： “维道之在政事……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峙。其法

可施於後世。盖其因习以崇之庚续以佟之至於后tl=t ，纸以复加，只川宣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

四时之运阴阳绩而成寒暑非一日也。”王安石认为《周礼》是历代圣王文武周公等先王通过

经验积累而成，已经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所以其中记载的内容也可施于现实社会。

王安石对《周礼》的特别重视与他对“民”的看法有着很大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里，

从政治等级上看，社会成员可以分为君、臣、民三大类，其中所谓民，是指与君、臣相对的

处于社会等级最下层的广大庶民。王安石认为这个“民”怎样？在《周礼·天官·大宰》“以

九两系邦国之民” 一段中，王安石曾写道：“牧、长，皆君子也；师、儒，皆师也：白非君师，

则内莫尊于宗，外莫贵于主；吏则治之而己，友则任之而己，获则民利其财而已。……”这

是通过牧、长等一套行政、教化官僚来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在这样严密的监管体系下，民众

的一言一行都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自然不会出现混乱。王安石借解释《周礼》的形式，在注

文中逐一说明了自己的理想政治制度。王安石对于民众的自治能力，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

因此他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体现在制定新的制度和设立新的政府机关来管理民众。在五经之中，

《周礼》只是制度之书，所以《周礼》对于王安石而言是最方便的经书。那么，朱嘉的对于

“民”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2 、朱嘉的民本思想

朱票尊崇囚书，在四书中《孟子》有很多论述统治民众方法的语段。朱票解释《孟子》

的“民主奇贵，社穰次之，君主奇鞋” 一段说： “董圆以民主奇本，社穰亦布民而立，而君之尊，

又｛系於二者之存亡，故其事重重如此。”朱嘉继承《孟子》的这一 “民本思想”，认为国家的

根本是人民。这一思想在下面的例子中更为鲜明地得到体现。

《论语·泰伯篇》中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句，对此，我们可以解释

为“可以让民众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事实上，汉代和魏晋

时代的古注的解释就是这样。然而，朱嘉的解释却不同。他引用程伊川之言说道： “程子曰：

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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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后世朝囚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从现代来看，程伊川的这个解释带有一定的随

意性，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让民众知道道理的话，就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他认为让民

众知道道理是第一，让民众服从命令是第二，同时他批判古注为“朝四暮三之术”。而朱嘉

采用了程伊川的这个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社仓法，社仓的最大特色是“民营”。朱嘉为了顺利实施社仓法，做了十

四条的社仓规约。十四条社仓规约的内容都是社仓法的运用方法。他试图通过教民众这些社

仓规约，让民众理解他的管理社仓的方法。可以说，这是“民可使知之”的具体实践。

如上可知，王安石认为人民只是支配的对象，征税的对象。而朱嘉则认为人民是教化的

对象而且是有自我决定权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民众不同认识，间接导致了“官营”

和“民营”的农村政策的不同。

3、通过社仓法来看中国和口本的交流

最后，笔者想就社仓法在日本的实施情况作简单介绍。

江户时代社仓法在日本很多地方被实施，特别在二宫尊德设立的“报德社”之中，取得

了很大成绩。日本的民俗学树立者柳田国男在《时代和农政》之中，大书特书说明朱嘉的社

仓法对“产业组合”的成立的影响。 “产业组合”是日本在明治时代中成立的同业公会，对

日本产业的近代化具有很大影响。这些“产业组合”试图通过“自力更生”，在不依赖政府

的帮助下建设村落。可说这些组织继承了朱嘉社仓法的“民营”思想。

而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思想家梁漱溟平日敬爱二宫尊德，他从二宫尊德的“报德社”受

到启发，曾提倡“村治”，领导“乡村建设运动”。

可以说日本受到朱嘉社仓法的影响，设立“报德社”和“产业组合”；中国的梁漱溟受

到二宫尊德的报德社的影响展开乡村建设运动。看一看社仓法的历史，就能发现近代日本和

中国在提高民众的生活方面，相互给予的友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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